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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维山水田园诗歌中的禅意与画境

王维是我国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杰出诗人。他创作的山水田园诗基调自然优美、清雅冲淡，在发掘自然美与表现自然美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以至早有“诗中有画”的美誉。然而，王维的山水诗并不单纯是对自然美的赏玩，更包含着诗人对于宇宙和人生的一种审美解悟。王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享有“诗佛”称号的诗人。他一生潜心奉佛，不仅是一位虔诚的禅宗信徒，而且其佛禅修养非常精深，历史上很少有诗人能够企及。正因为把自身的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融汇于诗歌创作之中，使得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既构成了一种“禅”的状态，又形成了极为优美深邃的意境，这种禅意与画境在诗中的完美融合，形成了王维山水田园诗歌的独特艺术风格。本文试就王维山水田园诗歌中所体现出的这种禅意与画境作一论述。

一、“以禅入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受推崇的时代无疑是唐代，而唐代文学的明珠便是唐诗。唐诗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改变了以往诗歌追求表面华美的形似风尚，转而深入心灵深处，追求神似的境界。唐诗的上乘之作，都有一种玲珑淡泊、不可句摘的整体的诗境。而山水田园诗派的作品正表现了这种美,王维则为该派首推诗人。由于笃志信佛，参禅、作诗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通过对禅门妙法的透彻参悟，诗人深得禅家三味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禅宗美学思想。除对自然景物外在的描绘外，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更多的是创造出一种蕴含禅理和禅趣的优美意境。诗与禅正是在他这里溶合为一了，于是“以禅入诗”便成为了王维山水田园诗歌所特有的艺术风格之一，并为历代文人所称道。那么，禅宗究竟为何？诗与禅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王维的禅宗美学思想是如何形成的？诗人又是如何以禅入诗的呢？本章将针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阐述。

（一）禅宗思想的形成及诗与禅的联姻。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对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强烈冲击。以儒、道二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此走上了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道路，而儒家和道家文化强大的的兼容并包力量，同时又在改造佛教，使之本土化。儒、道、佛融合的结果，便是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宗派即为禅宗。到了隋唐二代，禅宗已演变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思想潮流，并在此后成为中国佛教的代名词。

禅宗肯定人的个性，张扬人的个性，并主张摒弃烦琐的外在宗教形式，使宗教枷锁桎梏下的个性得以释放。找回人的自然属性：自性。禅宗认为要真正到达顿见本性，把握本体，依靠语言、概念是不可能的，只有凭个体的亲身感受、领悟、体验才有可能。“禅是动中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到外来的佛教后体认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张培峰，《佛在心中坐》，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115页）

在禅宗兴起以前，中国诗歌已有极长的历史。而当禅宗在唐代兴起和流行以后，则为中国诗歌带来了新的内容和意境。在某些诗人身上，诗和禅更是变得密不可分。原因何在？袁行霈先生在其《诗与禅》一文中谈到：“诗与禅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一属文学，一属宗教。诗的作用在于帮助人认识世界和人生；禅的作用在于引导人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性，泯灭人生的意义。它们的归趣显然是不同的。然而，诗和禅都需要敏锐的内心体验，都重启示和象喻，都追求言外之意。这又使他们有了相互沟通的可能。禅和诗的相互沟通是双向的……”（参见《佛教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第87页）。可见，禅与诗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起作用的。正如元好问在《赠嵩山隽侍者学诗》中所说的：“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赖永海，《佛道诗禅》，中国青年出版社，第159页）

禅与诗的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山水诗上。唐代不仅是禅宗的鼎盛时代，也是中国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山水诗歌的创作在这里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水平。此时大家辈出，山水田园诗派王、孟、韦、柳的山水诗堪称彪炳千古，而其中的魁首当然是王维了。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或写花鸟、或绘山林、或吟闲适、或咏渔钓，并未谈禅，但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却寓有禅意。如王维的《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暮持筇竹杖，相待虎溪头。催客闻山响，归房逐水流。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诗的禅意融入自然景物，化为诗境，查无痕迹。只感觉到一种空灵，而找不到一句佛语，没有义理之句作梗。于是意脉流畅，气韵通达，意境浑然，完整圆润。正是“以禅入诗”的最佳典范。“以禅入诗”追求也正是这种不著文字的超然之境；从诗歌意境而言，也是以这种“得意忘言”为最高境界。

（二）王维禅宗美学思想的形成。

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境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极深，因此历代诗评大多认为，王维诗境独立特出之处便是禅意。王维所生活的中唐，主要经历的年代，正是禅宗大盛时期，他与同时代的士大夫们一样，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思潮的烙印，不同之处在于他家学的渊源，加深了这种影响。王维的母亲崔氏曾事北宗普寂禅师三十余年，“乐住山林，志求寂静”（参见《王维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十七卷）。这种家庭潜移转默化的影响，对一生习禅的王维来说，早年便在心里埋下了信佛的种子。习禅已成为王维重要的生活内容，并深深地渗透于他的思维活动中。

王维的参禅奉佛与当时整个唐代社会文人士大夫奉佛风气和家庭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更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是他自身的原因。纵观其一生，王维的仕途之路并不平坦。置身于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专权的官场，诗人既不愿与其同流合污，又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因此屡遭排挤，内心痛苦不堪。仕途不平，人生道路的坎坷使诗人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从中寻求解脱。王维信佛主要是因现实而促成的，信佛是他对现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解脱。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隐遁于大自然的山山水水，享受空门、山林、寂静之乐成为王维解脱烦恼痛苦的最好方式。诗人有意将自己一生的烦恼痛苦消除泯灭于佛法禅宗这个精神王国和幽寂净静的山林自然境界之中。

 “佛教哲学本身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认识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赵朴初，《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中华书局，第3页）。佛教对王维的影响是思想方法的影响，是看待宇宙、人生的眼光，是一种哲学的影响。王维正是在禅的妙悟中得道。在禅的妙悟中获得洞察宇宙人生的智慧，获得自省的精神，获得彻悟。禅悟作为中国特有的宗教体验其目的是为了明心见性，中国文人仕子徜徉于大自然中，优游于山水之间，产生审美体验往往是为了得到一种“天人合一”的至高和谐境界。通过内在心性与外在物境的契合而获得一种解脱。正是在这种“境静林间独自游”的生活中，诗人王维耳有所闻，眼有所见，心有所感，思有所悟，获得了无人干扰、心清境静的静美享受，一首首意境优美、含蕴深邃的山水田园诗也就在这种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的高度融合中诞生了。

（三）解读王维诗歌中的禅意与禅境。

禅宗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它强调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以禅宗的态度来对待人世社会的一切，使自己有一种恬静的心境，进而把这种心境融入自己的诗中，使诗歌显耀出禅光佛影。王维王维诗中山水田园等自然景物往往表现得恬适平淡，有时近乎自然原状。其中，常常出现诸如“空山”、“隔”、“落花”、“白云”、“明月”、“松风”、“远”等能够参禅悟道的意象。对于这些自然景象的描写更是近乎白描，不事铺陈、张扬。通过选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两种意象进行分析或许能帮助我们解读王维诗歌中的禅意与禅境。

1、“白云”的意象。

悠悠白云，象征飘忽不定、无从把握的人事。白云，在佛法看来是无相之相，有如世事，有如人生。读王维的《酬虞部苏员外过蓝田别业不见留之作》：“贫居依谷口，乔木带荒村。石路枉回驾，山家谁候门？渔舟胶冻浦，猎犬绕寒原。惟有白云外，疏钟闻夜猿。”诗写苏员外来访不遇，诗人得知后的惆怅心情。谷口，荒村石路，山家，渔舟，猎犬，寒原，诗中的这些景象，都是远眺所见，渺远而迷茫。从视角看，诗人总是退出场景之外看场景，拉开了很大距离，并不深入其间，因而没有具体、细微的事物描写。而白云、疏钟、猿鸣等意象强化了前面的叙述与描写，使整个蓝田谷口的景象都笼罩在象无具象的意蕴中。访与被访，遇与不遇，都是无常的，缥缈的，有如白云，可望不可及。有如钟声、猿鸣，可闻不可即。这样一来，山村看似平常的景物便因为留下了许多空白而变得虚幻，显现出佛禅的意境来。

2、“落花”的意象。

“花”在佛教中被赋予了佛道的象征意义。花被用来供奉于佛前，以花供养功德，花在佛事中更是不可或缺的，在佛道中被赋予了真性、纯洁，不污染等象征意义。王维诗中的花，负载了佛理，虽为实体，却成幻相。由于是以法眼看花，诗中的花便成为了虚空花而无实相了。所以王维诗中出现的花，不是明艳的，不是富于生机的，而是归于寂灭的。是任其生灭自然，了无分别的。以《辛夷坞》为例：“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这首诗的视点其实并不在芙蓉花娇艳的红萼，而在花开花落这样一个生命归于寂灭的历程，在于开的不张扬，谢的不怨不艾。在于花开花谢所处的环境：深山之中，深涧之中，无人关注，无人怜惜，开得也盛，寂灭得也从容坦然。生灭既无分别，也就无碍、无造作。芙蓉花进入了佛境，成为了诗人笔下的“虚空花”。浅显的文字，道出的却是幽深的诗境，令人回味。

二、“诗中有画”。
王维不仅是谱写山水田园诗篇的圣手，而且还是中国古代最知名的文人画大师，又精通音律，可谓多才多艺。高度的文学修养、绘画修养和音乐修养使得诗人能自如运用多种艺术手段和艺术语言创造诗境。因此，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不但善于着色取势，而且善于结构画面，诗歌层次丰富，远近相宜，乃至动静相兼，声色俱佳，更多一层动感和音乐美。无怪苏轼在其《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参见《苏轼文集》，中华书局，第七十卷）。

如王维的《汉江临泛》：“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这首诗可谓王维融画法入诗的力作。“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一笔勾勒出汉江雄浑壮阔的景色，作为画面的背景。泛舟江上，纵目远望，只见莽莽古楚之地和从湖南方向奔涌而来的“三湘”之水相连接，汹涌汉江入荆江而与长江九派汇聚合流。诗人将不可目击之景，予以概写总述，纳浩瀚江流于画中，为整个画面渲染发气氛。“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以山光水色作为画幅的远景。前句写出江水的流长邈远，后句又以苍茫山色烘托出江势的浩瀚空阔。两岸重重青山，迷迷蒙蒙，时隐时现，诗人着墨极淡，却给人以伟丽新奇之感，其效果远胜于重彩浓抹的油画和色调浓丽的水彩。其“胜”就在于画面的气韵生动。接着，诗人的笔墨从“天地外”收拢，写出眼前波澜壮阔之景：“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明明是所乘之舟上下波动，却说是前面的城郭在水面上浮动；明明是波涛汹涌，浪拍云天，却说成天空也为之摇动起来。诗人故意用这种动与静的错觉，进一步渲染了磅礴水势。“浮”与“动”两个动词用得极妙，使诗人笔下之景都动了起来。最后一句“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流露出诗人对襄阳风物的热爱之情。此情也融合在前面的景色描绘之中，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情绪。这首诗给读者展现了一幅色彩素雅、格调清新、意境优美的水墨山水画。画面布局远近相映，疏密相间，加之以形写意，轻笔淡墨，又融情于景，给人以美的享受。所谓“诗中有画”便在这里成为了很好的例证。

三、禅意画境入诗情。

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标志着中国古代文人审美情趣的新阶段，即：抒情写意，借物咏情，不拘泥于形迹摹写，重在明心怡性，而这种新的审美情趣与他濡染佛学禅理有深刻的联系。由于追求“湛然常寂”的禅宗境界，诗人在孤独与寂寞中，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了悟佛法禅理，走进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的山山水水，获得与天地、宇宙最密切和谐的接触。就在这种禅境之中，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在其山水田园诗歌中别具一格地创造这种既富禅悟、禅趣又充满优美画意的诗境。在《鹿柴》中，诗人感受着空灵、恬静的意趣。他对山水形态的客观形象并无细致的描摹，而诗人身处其中的情趣、心境却跃然纸上。

作为诗人，王维在自然山水境界中常常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在诗人看来，外在的一切物境都是生灭无常的，而自己的心性也是虚空无常的。因此在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中，无论是人是物，是一花一草，一鸟一石，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时时处在生灭变幻无常之中。无常即为事物的本质，刹那即为世界的永恒。这是王维对大自然的审美体验已经达到哲学层次或宗教层次的产物。正如他在《鸟鸣涧》中写的那样，只有在“人闲”、“夜静”、“山空”之时，诗人才能感受到月出鸟鸣，觉察到细小桂花的轻轻落地；由于心境特别虚静，甚至可以感受到阶下院中那青苔绿幽幽的颜色。正是在这种二元的艺术境界中诗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从而获得寂静、圆满、和谐、自足的本真之性。

参禅悟道如此密切地融入诗人的日常生活，而诗人所追求的也正是这种富有诗情画意、以景物舒畅心意、觉心悟性的境界。
四、小结。

综上所述，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语句显豁明白，意境恬淡冲和，诗人往往由景的勾画引出人的心境和体悟，暗示出一种意象，传递出一种意念，意念最终又消融于景物描写之中。因此，王维的山水田园诗歌既构成一种“禅的状态”，也形成了极为优美深邃的意境，禅意画境在诗歌中完美融合形成王维诗歌的独特艺术个性。正如陈允吉先生在《唐音佛教辨思录》中指出的那样，王维的山水诗“的确是处心积虑，借助于艺术形象来寓托唯心主义的哲学思辨，在描绘自然美的生动画面中包含着禅理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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